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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边屯问题的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其中必然涉及移民与移民过程中的土著化现
象，对其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进行分析属于经济史范畴。云南边屯移民的土著化进程与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文化
认同密不可分，但更多以该群体获得土地的世袭耕种权为标志，其获得土地世袭耕种权主要有三种途径：封建国有
土地制度下的官田分配、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下因身份转变而获得的私有土地、封建地主经济下通过掠夺和买卖
以及其他途径实现土地的私有化。在此过程中，移民屯垦生产逐步在土著化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交流、交往、交融
的深入，最终实现了从悬浮于土地到结合于土地的土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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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

民族共同开拓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各族先

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

山。自古以来，中原和边疆人民就是你来我往、频

繁互动。特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

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1]由此可

知，边屯问题自古有之，亦备受关注。边屯问题的

研究作为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其

中必然涉及移民与移民过程中的土著化现象，对

其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进行分析属于经济史范

畴。纵观我国各朝代边屯中的移民现象，有明一代

的云南边屯移民的规模为世间少有，其土著化现

象有着极强的时代特征和地域化特色。已有大量

文献对明代边屯现象和壮大盛况作了研究，关于

移民现象，大多学者关注民族关系、民族融合等角

度，研究均以历史性的阐述为主，缺少对其最终选

择土著化背后原因的深度挖掘，而经济原因方向

的挖掘尚未见学者涉足。在前人对明代云南边屯

移民的研究中，张佐[2]提到云南各民族迁徙及文化

交流的历史是边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秦朝

的统一为云南边屯文化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西汉羁縻政策直接促动了边屯文化的萌芽；唐

宋时期，云南相对稳定，促进了边屯文化孕育渐

兴；寓兵于农、屯垦戍边的明代卫所屯田制则促使

云南的边屯文化得到兴盛[2]。在以屯种听征为特征

的军屯、以劳动力自主迁徙为特征的民屯发展中，

明代云南移民屯垦生产，逐步实现了从悬浮于土

地到附着于土地，完成了土著化进程[3]。云南移民

也在定点驻屯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拓荒垦殖，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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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推动了农业生产效

率的提升。此批移民与云南农业、工业、商业不断融

合，在这一历史时期构成了云南发展的新面貌[4]。

云南世代为多民族聚居之地，这就使得云南

边屯移民必然伴随着族群认同、文化涵化等关键

内容，也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成分构成，使得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寓于各族人民生产和生活当中。在此

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中，李晓斌认为：明清时期影

响云南民族文化交流的首要因素为屯田。因云南

为“蛮夷腹地”，“制兵屯旅以控厄”形成了云南民族

文化交流共性与多元并存的局面[5]。在此趋势下，

元明开始，云南民族发展的主流为少数民族与汉

族不断融合，但因军屯、民屯和商屯等主要形式和

明代以夷制夷、以兵制夷、以礼化夷和以思抚夷的

民族政策，少数民族缺乏以夷化夏的能力[6]，这就

使得云南边屯中的移民土著化与八旗驻防族群的

土著化现象形成的原因不同。二者虽然都为军事

政策引导下形成的移民现象，但八旗驻防族群作

为军事移民的典型群体之一，其土著化的标志主

要是归旗制度的废止和死者的就地安葬[7]，这与文

化、制度传承和其表现形式的转变息息相关。而云

南边屯中移民的土著化更多地表现为与土地的结

合，受官田中封建土地国有制、民田中封建地主所

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影响。因此，明代云南

边屯中移民的土著化现象具有一定的经济原因。

这一现象作为民族经济交往的重要内容，应从经

济史角度进行剖析，对现有学术界研究作出补充。

二、明代云南边屯与移民土著化

（一）明代云南边屯与移民

云南正式收归明朝统治后，朱元璋采取留兵

戍屯等政策，建立了完善的军事镇戍体系，但“云

南新附，人心未定，即令入朝，诸蛮必生疑惧，或遁

入山寨，负险不服。若复调兵，损伤必多”[8]。云南因

民族构成、社会现状与其他地区存在显著差距，当

地民族和土司势力的激烈反抗与明朝在云南薄弱

的统治力量对比，使得对云南统治面临诸多困难。

洪武十九年（公元 1386年），西平侯沐英奏请云南

屯田：“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

开耕，以备储偫”，太祖准奏“屯田之政，可以纾民

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9]。自此，云南边屯

拉开序幕。据《明史·沐英传》记载，“英先后镇云南

十年……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垦田至百万余亩

……自永宁（今四川叙永）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

堡，留军屯田”。沐英之后，其子沐春也开展大规模

的屯田活动。《明黔宁王沐氏世袭事略》记载，春在

镇七年，大修屯政，辟田 30余万亩、凿铁池河，灌

宜良涸田数万亩[10]。这些均证实了明代屯田范围之

广和数量之大。

与屯垦并举，以大规模的移民为标志的移民

实滇政策也是明初的重要统治之策。据《明实录》

记载，洪武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公元 1387 年—

1388年），明王朝连续十余次大规模调军前往云

南，这也是云南军事移民的组成部分。由此，云南

形成了“兵自为食”的卫所屯田制度，军队屯戍听

征，为军屯。除此以外，罪徙移民、民屯、自发式移

民等迁徙人口也为云南边屯奠定了劳动力基础。

《明史·刑法一》言：“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

徙者。”[11]罪徙移民包含流刑、充军等形式，被安置

者著民籍，由云南布政使司管理，充军谪戍者为军

户，由云南都指挥使时所领，分驻于各卫所。“窄乡

就宽乡”的官方移民则依附于民屯制度。《明史·食

货一》言：“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

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其制，移民

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

军屯则领之卫所。”[12]其明确指出民屯对象包含招

募和罪徙者两类，移民屯垦由地方布政使司管辖。

部分自发式移民也是有明一代云南境内的人口流

动形式之一。据《明史》载:“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

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

曰附籍，……凡逃户，明初督令还本籍复业，赐复

一年。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者，令在所著籍，授田

输赋。……凡流民……使近者附籍，远者设州县以

抚之。……凡附籍者，正统时，老疾致仕事故官家

属，离本籍千里者许收附，不及千里者发还。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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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令民籍者收附，军、匠、灶役冒民籍者发还。”[13]

这也证实了明代云南移民的多样性和自发式移民

的存在。自发式移民主要包含因商、因官、因学、因

战乱而寓居外地的人群，是明中后期政治稳定局

面下云南移民屯垦的主流人口。

综上，明代云南屯垦和移民规模为世间少见，

其主要类型为军屯、民屯、商屯、自发式移民屯垦

等形式，而边屯和移民政策形成了明代经济增长

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两大主要增长点：劳动力数

量增加、耕地面积增长。边屯人民在云南地区进行

了大规模的拓荒垦植，推动了云南地区农业生产

条件的优化、粮食产量的提升，也促进了云南地区

手工业、工矿业、贸易和儒学教育等方面的发展。

（二）明代云南移民土著化现象

研究明代云南移民土著化现象，需首先对土

著作出解释。土著一词古已有之，张岱《夜航船》解

释：“土著，音土着，言着土地而常居者，非流寓迁

徙之人也。”土著一词使用很早，《史记·西南夷列

传》：“其俗或土箸，或移徙。”《汉书·西域传》言：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颜师古注:“言著土地而有

常居，不随畜牧移徙也。”因此，土著为附着于土

地、世代定居者，与徙民区分。在明代《云南图经志

书》《云南府·风俗》等地方志中，“土著”一词应用

十分广泛，其不仅将元代以前世居云南的僰人、罗

罗称为土著，也将元代进入云南的达达人、色目人

和因商事、军事活动进入云南的汉人称为土著，其

于明初已获得土地、实现定居。清代《晋宁州志》

《陆凉州志》等云南地方志中，亦明确土著包含明

时期进入云南的徙民，其于明代获得土地，清代完

成编户，成为地方志记载中的土著屯民，实现土著

化，这再次证明土著化是云南移民的普遍现象。

明代云南因边屯而来的大量移民如何于云南

地区附着于土地，实现定居、成为土著，是研究云

南移民土著化现象的前提。在锄耕农业中，农业技

术的重点由砍伐林木转移到土地加工，耕地逐步

固定化，人们也由迁徙过渡到定居生活[14]。从历史

现象来看，云南移民进入输入区后，因云南存在丰

富的土地可进行屯田，其在相对固定的土地上投

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从而产生了长期占有土地的

欲望，土地私有制发展不可遏制，由此产生了封建

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这也是其选

择定居的重要原因。据《大明会典》记载，朝廷令天

下卫所，凡屯田军士，不许擅差妨农务，这就使得

屯丁在与土地结合的过程中，定居从事农业耕种

活动，其后代与农民无异[15]。军屯驻地仍以封建土

地国有制为主，但被称之为屯田戍守的军队屯田

辖地内，因军皆世籍、父死子继、不得辙改等具有

强制色彩的统治政策，屯民拥有囤军份地，军余不

依附于正军，拥有了能够世代耕种的囤军份地的

独立使用权，逐步实现与土地的结合，成为定居地

的主人，《南中杂说》中记载“数传而后化为农桑”

“将领归卫，士卒归农”等也证明其逐步完成了土

著化过程。

综上，本文研究的明代云南边屯移民土著化

现象是指来自各地的移民在云南地区实现从流徙

到定居、从外来客民到世居云南、从悬浮于土地到

附着于土地进行屯垦生产的这一移民身份根本转

变的过程。云南移民为移徙流动人员，其在云南境

内戍防定居、屯垦生产，最终实现土著世居，此过

程为云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实现了从夷

多汉少至夷少汉多的转变，根本性地改变了云南

地区的民族成分构成，削弱了地方土司势力，民族

之间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现象也日

益增多，这进一步推动了云南地区农业、手工业、

商业的繁荣。

三、移民身份的根本转变：世袭耕种土地权的

获得

明代云南边屯移民身份的根本转变以其获得

可世袭耕种土地权为标志，这与更具民族性的清

代八旗驻防族群、巴山移民宗族、菲律宾山地民族

等移民群体不同，其以宗教原因、文化现象等为移

民身份转变的标志。而明代云南这一因边屯而产

生的移民群体则有其特殊性，其土著化的完成和

移民身份的根本转变与经济体制和经济交往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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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更具相关性，属于经济史研究范畴。明代云南边

屯移民土著化进程中，世袭耕种权利的获得主要

有两种方式。

（一）封建土地国有制下军屯份地袭耕种土地权

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年）初，傅友德在《复

大理总管段明书》言:“新附州城，悉署衙府,广戍

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拔之计。”[16]此为明代统治

云南的重要方针，也是云南军队从流动征战向定

居屯田生产的政策依托，以万世不拔、屯种听征为

目的。有明一代，国有土地被划分至卫所，卫所按

军事编制在镇戍区划拨一定的屯田范围，有步骤、

有管理、有组织地将屯田份地授予军士，其屯田土

地为封建国有土地，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下的地主

经济。据记载，云南卫所的操守旗军和屯田正军均

可获得一份官田土地耕种，为军屯份地，其在卫所

世袭为军、世代屯守，从而获得了屯田份地的世袭

耕种权，其亦耕亦守，《云南志》中记载，云南屯田

最为重要，……云南三分操守，七分屯种。关于份

地数量，万历《云南通志·兵食志》记载，明后期云

南都司有屯田共 1107884亩，有正军（三分马步军

与七分屯军之和）62429名，平均正军每份屯地约

18 亩，军余 254611 人，正军屯军与军余之和

317040人，每人（户）耕种土地不到 4亩。除正军可

获得军屯份地以外，军余和舍丁可开垦荒地，此荒

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为官田的组成部分，但由于

其自主垦荒的土地允许买卖，在实质上是具有占

有权的“民田”，孕育着私有土地的成分。这类土地

并不纳入司屯田数，难以与布政司民田区分，但也

具有世袭耕种权。

获得世袭耕种权后，军事移民通过获得的土

地、种子、生产工具，在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中逐步

实现了与土地的结合，为其长期定居成为土著提

供了基础。农业开发首先体现于军士开垦拓荒，形

成了数量巨大的新垦殖土地。洪武十九年（公元

1386年），沐英请奏“……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

备储偫”，明太祖在考量云南拓荒垦植的难度后，

制定了调动屯军生产积极性的特色政策。《明实

录》中提道：“然边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实难。宜

缓其岁输之粟，使彼乐于耕作，数年之后征之，可

也。”[17]缓其岁输的优惠政策也进一步推动了军士

开垦荒地的积极性，至明代后期，云南田亩数大幅

度提升。例如：元代临安府地区共有田 25760亩，

明后期临安府有官民田 87641 亩，临安卫屯田

101128亩。此外，程立本撰《黔宁昭靖王庙记》中提

到，在沐英的领导下，“计远近垦田九十七万亩”。

正德《云南志·沐英传》记载，垦田 1012000亩。景

泰《云南图经志书·沐舂传》记载，云南增辟田

395940亩。这些都证实了云南移民大规模的垦荒

历史。

封建国有土地制下，明朝为云南移民不仅提

供了可开垦荒地的政策依托，还为其提供了生产

资料，这也为其世袭耕种权、实现定居提供了保

障。有明一代，朝廷为军屯提供耕牛、种子、耕具，

设屯部专门负责军屯事宜。《明会典·田制》提到布

政司、都司统一打造农具，教屯丁树植之艺。《明实

录》记载，洪武二十年（公元 1387年）八月，景川侯

曹震及四川都指挥使司选精兵 25000人，给军器

农具，即云南品甸之地屯种。同年九月，诏以靖州、

五开及辰、沅等卫新军，选精锐 45000人于云南听

征，今又令市牛 2万往彼屯种，请令诸军分领以

往。以此，军屯具有生产材料、生产工具和土地，其

将内地带来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与土地不断融合，

粮食种类、产量均不断提高。万历《云南通志》卷二

《云南府物产》中提到了黄黍、红小黍、长芒黍、饭

芦栗、灰条稷等，这些非云南种植的作物也均有记

载。而云南粮食产量的提高则体现为从外地供给

至自给自足的根本转变。据记载，开屯后，宣德年

间云南粮食产量比洪武年间增加一半，但仍需要

外地供给，但正统年间，明朝廷便在云南建立粮

仓，实现了自给自足，且有余粮备用。

综上，有明一代，军队移民通过封建土地国有

制的制度划分，获得了具有世袭耕种权的土地，其

运用先进的工作技术、生产工具、生产材料实现了

大规模的拓垦荒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条件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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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在此过程中，军队移民

不断与土地进行融合，逐步实现了土著化过程，该

进程不仅加强了明朝在云南地区的镇戍武装力

量，巩固了明朝在云南地区的统治，还为促进云南

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变革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影响下的土地归属

恩格斯言：“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

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

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了

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或短或长的

中间阶段之后变为私有制。”[18]作为有明一代的重

要制度，封建国有土地制度在移民初期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随着移民的繁衍生息和其对小土地的

不断开发，人地矛盾和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以

固定土地和固定所有权为特征的封建国有土地制

度限制了农业开发中土地和劳动力的最佳结合，

这其中还包含军屯制度下对屯军征税、征战的耗

损和卫所军官与地方豪强的掠夺，使得屯军世袭

耕种权丧失，封建国有土地屯田制遭到破坏。

在屯政败坏的情况下，军士逃亡现象严重。正

统七年（公元 1442年）右副都御史丁睿上言:“金

齿，西南极边，洪武屯守汉军不下二万余，僰人土

军不下千余，今逃亡大半，汉军仅余三千，土军仅

余六百。”[19]屯军逃亡后，原有土地或被顶种、或被

买卖和侵占，成为私人占有土地，转化为封建私有

土地。俞汝钦《议处屯田呈》记载，自成化、弘治以

来，或为官旗隐占，不行纳粮；或捏报民粮，改作民

田，卖与别姓。粮数虽如旧，而亩数则大殊于前矣。

各军亦屡曾具告，或年数太远，无从稽查。这便使

得土地私有制不断发展，云南屯田土地不断向自

耕农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所有制迅速转变，加

速了其地主经济的发展。

在云南移民当中，军队移民的军余群体是最

先转化为自耕农的群体，上文中提到军余最初并

没有直接分配的土地份额，其依附于正军获得土

地耕种权利，但也可开垦荒闲土地，而在不断开垦

的小土地劳动中，自耕农这一群体最初产生。正统

十一年（公元 1446 年），明英宗将大理、洱海、澜

沧、楚雄、金齿、腾冲等卫附近荒闲土地余亩拨给

军余屯种[20]。此外，由于正军需从军征讨，军余获得

部分世袭耕作土地的独立使用权。《明实录》中记

载，正统年间，三征麓少，各卫所正军从军征讨,无

暇耕种,又将部分军屯份地俱拨与军余[21]。此部分

军余不需承担出征任务，在独立获得具有世袭耕

种权的屯田份地和开垦荒地的权利以后，不断在

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和小土地劳动，成为军事移

民中与土地结合、实现定居的土著化居民。此部分

人因为具有军籍，需要承担较一般农户更重的赋

税，但其具有世袭耕种的土地和稳定的经济来源，

与自耕农无异。

正军群体转为自耕农的过程却充满艰辛。虽

然其作为最先获得世袭耕种土地权利的群体，率

先完成与土地结合、定居的土著化进程。但由于其

肩负着屯田、听征双重任务，随时需歇耕奉调、从

事征战，且云南由于民族杂居、多有战事，这就使

得其无法顺利连续地完成农业生产，导致土地存

在抛荒、军余独占、军官掠夺、份地易主的可能

性。正统十年（公元 1445年），明廷“免云南各卫

征进军事屯粮，其军职占种屯田者，按察司拨还

军士。”[22]另外，随着移民不断繁衍生息，军余和正

军群体的亲属关系和依附关系也逐步丧失，明中

叶正统年间开始,朝廷规定“各都司卫所下屯军士

正粮子粒一十二石给军食用，不必盘量。止征余粮

六石，于附近军卫有司官仓交纳”。此情况使正军

群体不仅需要承担繁重的镇戍任务，还丧失了土

地、失去了稳定的生计来源，被迫逃亡谋生。其逃

亡并非离开云南，而是隐匿军籍，部分军士成功隐

占屯田为私有，迅速完成了自耕农的转化。政府虽

大力清查此情况，但军士隐匿为民、屯田隐占为民

田的情况仍为多数。其余未逃亡的军士，一直受封

建国有土地制度所约束，身份并没有发生转变，直

至清初康熙年间，军户脱离军籍，正军成为屯田份

地的真正主人，成了土著化的自耕农。

因招募而来的民屯移民群体仍保留着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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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身份，进入云南后能获得政府供给的民田进

行屯田耕种，这部分群体进入云南之初便属于自

耕农群体。部分迁徙民户承担军事事务，但其仍为

农民身份，当获得政府拨给屯种的土地时，即转变

为自耕农。而零散进入云南的移民，例如自发式移

民、商屯等，均通过开垦荒地、购买土地，从而获得

能够世袭耕种的土地，转变为自耕农。“小土地劳

动是私人占有的源泉。”在明代云南边屯移民中，

因军屯、民屯、商屯和自发式移民等多种原因而聚

集的群体，通过小土地劳动不断与土地相结合，催

生了私有制的发展，其在此过程中也逐步实现定

居，推动了土著化进程。

（三）封建地主所有制下的土地私有

私有制经济发展的两大表现为封建地主所有

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其中封建地主所有制

亦是明代云南边屯移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表现。

在云南境地，这一表现主要为世袭军官向地主的

转化，包括世袭镇守云南的沐氏统治集团和云南

都司卫所世袭军官群体。沐氏通过军事移民进入

云南后，因职田名义获得了大量土地，其雇佣舍

丁，成为云南的地主。据《明实录》记载，沐英始平

云南,奉命留镇其地,许于所属临安、腾冲等处垦田

自给,不烦有司[23]。这是朝廷为了巩固云南统治、笼

络沐氏的特殊政策，也进一步推动了沐氏群体封

建地主经济的确立。《明沐氏与中国云南之开发·

第五章沐氏庄田》中提到沐庄规模以达到顷有余,

沐庄庄户人口可达数十万，为明代云南最大的世

袭官僚地主。在其管理下，经营庄田的家臣奴仆

也不断抢夺军民田地，成为了依附于沐氏的大小

地主。

世袭军官群体也逐步成为云南世袭官僚地主

的一部分。明朝职官制度、都司和卫所军官不同于

地方流官，流官不可世袭，三年一任。但明朝军制

中都指挥使下设的各级军官需随卫所世袭驻扎，

包含卫指挥使、千户长、百户长、小旗官长等。《明

史》载，自卫指挥以下，其官多世袭，其军士亦父子

相继，为一代定制[24]。各级军官由政府拨给职田，此

类职田不能买卖，为封建国有土地制度下的官田，

但可世袭，意味着军官至此拥有具有世袭耕种权

的土地，实现了与土地的结合。但各级军官并不满

足于职田，还利用权力大肆搜刮军民田地，从而扩

大田产，诸多屯田分地被军官以种种手段霸占为

私田，据《明实录》记载，云南地方膏腴之田,多为权

豪占据耕种,及将殷富军余隐占私役[25]。卫所军官

从此发展成为世袭官僚地主，霸占了大量的职田、

庄田，实现了完全的私有化，取得了合法的私有

权，成为了封建地主。大多数世袭军官转为地主的

土地以庄园形式存在，具有浓厚的封建自然经济

特征，其经营农业、手工业，具有自给自足的特性。

此外，其他类型的移民也会通过买卖、掠夺和招佃

垦荒的方式逐步获得具有合法私有权的土地，发

展成为封建地主，这类地主具有一般性。

综上所述，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其流动

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云南边屯

移民则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其通

过大量开垦土地，运用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等逐步

与土地相结合，定居于云南，实现了土著化进程，

成了云南人。明代云南经济发展集中体现于劳动

力数量的增长、移民开垦土地数量的增加两方面。

其在迁移至云南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了从流徙客

居至世代定居的云南人、从悬浮于土地至附着于

土地的土著化进程。对云南边屯移民土著化的经

济原因进行分析，在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归纳后发

现明代云南边屯中移民的土著化现象是民族经济

交往的重要内容，需要从经济史角度作出补充，其

中云南移民世袭耕种权的取得与封建土地国有制

的土地分配制度、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

小土地所有制的不断发展有关，其在经济发展中

不断土地结合、逐步实现定居，完成了土著化进

程，研究云南边屯移民中的土著化进程对中华民

族共同体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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